
木兰围猎在清代民族交融与国家治理的作用研究

张安福

　　摘　要：木兰围猎是清代创立的官方狩猎活动，也是推动民族交融的政治典礼，对于巩固清代多民族国家的

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木兰围猎制度渊源于东北民族的狩猎习俗，在辽金捺钵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旨在保持

八旗的尚武风俗并提升其军事技能，成为凝聚东北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纽带。 此外，清朝通过木兰围猎绥抚蒙古各

部，进一步密切了满蒙关系，对于清朝稳定北疆治理，强化“满蒙一体”的政治同盟意义重大。 木兰围猎构建了边疆

各民族互动交流的空间场域，来自边疆地区的各民族首领在围猎期间随围观猎并朝觐清帝，共商国是。 这不仅极

大地丰富了木兰围猎的政治意蕴，也使之成为清朝深化因俗而治、因时制宜的治理措施，增强边疆多民族国家认同

意识的重要路径，推动了清朝“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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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围猎也称为木兰“秋狝”“木兰行围”①，是
清代创建的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大型狩猎活动，在民

族融合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王朝通过

木兰围猎制度加强了满、蒙、回、藏、汉等多民族国家

的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意识，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为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前，学
界关于清代木兰围猎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

在围猎制度演变、围猎管理、围场社会变迁等方

面②，而关于清朝通过木兰围猎凝聚多元族群提升

国家治理效能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一、清代木兰围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木兰围猎制度发源于东北各民族共有的渔

猎文化传统。 早期，契丹、女真等民族在建立政权

后，将渔猎活动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上升

到国家治理层面，形成了捺钵制度，为清代木兰围猎

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通过木兰行围，清王朝以

“寓战于猎”和“以猎代训”的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

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并以此为契机将东北各民族吸

纳至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体现了木兰围猎制度在

国家治理和族群聚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１．围猎制度的渊源

东北地区渔猎资源丰富，不仅是当地主要经济

形式之一，也形成了独特的渔猎文化传统。 早期活

动于大兴安岭西部草原地带的东胡系族群在随水草

而居的游牧过程中形成了“畜牧” “畋渔”并举的渔

猎经济，如两汉时期栖息于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

域的乌桓人就以“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 ［１］２９７９

而闻名；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系族群，其源远

流长的渔猎文化是东北渔猎文化的核心构成［２］８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人“善射猎”，其“弓长三尺，
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 ［３］ ，长弓利箭是其标志性的

符号； 以 夫 余 为 代 表 的 秽 貘 系 族 群 “ 地 宜 五

谷” ［１］２８１１，农业发达，同时亦以渔猎活动作为补充。
因此，渔猎活动始终是东北多民族生活方式、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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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重要组成和共有的文化传统。
游猎于辽西松漠地带的东胡系契丹民族，首次

将渔猎活动由单纯的经济生产上升到国家制度层

面。 松漠地带“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

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４］３７３，形成了契丹民族善

骑射、尚勇武的民族性格，其渔猎方式如同中原地区

居民应时耕种一般，一年四季各有安排：
　 　 北人打围，一岁间各有处所，正月钓鱼海

上，于冰底钓大鱼。 二月、三月放鹘，号海东青，
打雁。 四月、五月打麋鹿。 六月、七月于凉淀坐

夏。 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 自此直至岁终。
如南人趁时耕种也。［５］

辽朝建立后，其“四时捺钵”之制就是基于本民

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 ［４］３７３的传

统经济形式演变而来，分为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
冬捺钵。 辽帝在四季驻扎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特定

的渔猎和政治活动，接受东北诸部族酋长的觐见与

朝贺， 主持南、 北臣僚会议， 商议国是， 校猎讲

武［４］３７３－３７５。 有辽一代，捺钵地成为具有国家政治

中心功能的事实“首都”，辽帝辗转于各捺钵地之

间，在狩猎打围、宴饮娱乐的同时，实现对民族地区

的治理。 与此同时，辽代也首次确立了“围场”制

度，服务于皇家围猎活动，以围场属北面场官，下设

围场都太师、围场都管、围场使、围场副使等职

官［４］７３１。
四时捺钵制度为后世女真民族政权继承和发

展。 女真民族属肃慎族系，久居白山黑水之地，在部

落时代，渔猎活动已是其社会生活和经济形式的重

要组成部分：
　 　 女真善骑，上下崖壁如飞。 精射猎，每见巧

兽之踪，能蹑而摧之。 得其潜伏之所，以桦皮为

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６］

金灭辽后，女真统治者延续了辽代的四时捺钵

制度，史载皇统三年（１１４３ 年）七月，“主谕尚书省，
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 ［７］ 。
金世宗以降，“秋山”场所往往固定在金莲川，皇帝

于此宴赐、羁縻北方草原上崛起的蒙古诸部首领，加
强对北部边疆的控制和治理。 金代皇帝“不惮勤

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 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

讲武” ［８］２１３６，其行捺钵的主要目的正是借狩猎、打
围的时机练兵习武，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四时捺钵制度对后世同为女真民族建立的清王

朝影响更为深远。 早在后金政权肇基时期，出于对

外征战的需要，努尔哈赤结合女真民族游牧、渔猎的

经济形式，将围猎活动作为军事训练和实战前的预

演［９］ ，并开始重视围场的设置。 东北围场最初设置

于天命四年（１６１９ 年），努尔哈赤“克叶赫东城，降西

城，设盛京围场协领管守” ［１０］ 。 在征服海西女真

后，便于归降的辉发、叶赫部领地上划定围场，设官

管理，奠定了盛京围场的雏形。 皇太极继位后，也极

为重视围场对于军事训练和维持满洲八旗将士战斗

力的作用，曾多次亲率王公大臣和八旗将士赴东北

围场行围狩猎：
　 　 率诸贝勒及官四十员，兵千三百人，出地载

门，猎于叶赫地方。［１１］１７４

率每旗一纛额真，每甲喇一旗长，每牛录四

护军，行猎于叶赫地方。［１１］２１８

康熙初年，清廷将东北围场按地域划分为盛京、
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并制定了行围狩猎的制度。
除部分围场为“御用”及“贡鲜”外，大部分围场作为

历年应捕围，为八旗兵丁演习骑射而设［１２］ ，又称大

围场，为八旗将士肆武狩猎之地［１３］ 。 东北地区的

行围狩猎，分为临时行围和定期行围两种，其中临时

行围于清帝巡幸时进行，由兵部知会盛京、吉林将军

率八旗兵丁参加，由统围大臣分八旗各翼举行合

围［１４］ 。 随康熙东巡的高士奇对行围中的“合围之

制”有详细记载：
　 　 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旗色分八部，
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高降深，
名曰围场。 惟视蓝旗所向，以为分合，有断续不

整者，即以军法治之。
行围之法：以镶黄旗大纛居中为首，圣驾在

大纛之前，按辔徐行。 两翼门纛相遇，则立而不

动，以俟后队渐次逼近，谓之合围。
或皇上亲射，或皇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

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 兽有出围者，方
许扈从诸人捕之。［１５］

正如皇太极在入关前所言：“我国家以骑射为

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

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 ［１１］４４６要之，清初东北

地区的围场建设和围猎制度，既是对辽金制度的继

承和发展，又发挥了保持八旗战斗力和本民族尚武

传统的重要作用，康熙年间建立木兰围猎制度即是

对其的继承和发展。
２．木兰围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清王朝入关统一全国后，随着统治逐渐稳固，形
势趋于安定，满洲八旗有安于享乐、武备废弛的趋

势。 在康熙初年爆发的“三藩之乱”中，八旗兵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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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一战，如此颓势引起了康熙帝的忧虑和警惕。
为维持八旗军队的骑射技艺和尚武习俗，巩固清廷

对北方边疆及蒙古诸部的治理，康熙帝亲自决策、选
址建立了木兰围场作为“讲武绥远”的场所。 “木
兰”为满语“哨鹿”之意，是女真等东北民族传统狩

猎方式之一。 关于木兰围场的设立、命名和详细规

制，史载：
　 　 木兰者，围场之通称也。 仲秋之后，虞人效

鹿鸣以致鹿，曰“哨鹿”，国语谓之木兰，因以名

围场云。
康熙中，蒙古诸部献其牧地，规为围场。 自

是，岁举蒐狩，车攻马同，以师兵为营卫。
而天子亲御王弧，止齐步伐，三驱田禽，寓

绥远于训武。 其围场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

余里，周千有余里，即元代上都、辽金中京上京

之地。［１６］１０５－１０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康熙帝率满汉大臣和八

旗将士出喜峰口，经宽城进入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与
蒙古各盟旗王公及喀喇沁旗 ３０００ 骑兵会合，共同行

围习武，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勘定了皇家狩猎场的范

围［１７］ ，《清史稿》载：
　 　 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猎南山。 寻出山海

关，次乌拉，皆御弓矢校猎。 越二年六月，幸古

北口外行围，木兰蒐猎始此。［１８］２６６８

木兰围场全境划分为 ６７ 围，后增加至 ７２ 围，由
八旗官兵按方位驻守其境，为木兰围猎制度的建立

做好了场地准备。 康熙四十二年，又“建避暑山庄

于热河” ［８］１９０９，作为清帝驻跸和处理政务的重要场

所。 清代的木兰围猎制度与辽金捺钵制度一脉相

承，木兰秋狝相当于辽代的“秋捺钵”和金代的“秋
山”，而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所在区域，恰是辽代捺

钵的重要场所［１９］ 。
木兰围场设立后，康熙帝几乎每年都前往木兰

围场举行行围，木兰围猎逐渐成为清朝寓训练习武

于行围狩猎的一项正规制度。 正如康熙帝所言：
“国家承平之日，武备不可一日少弛。” ［２０］１３１此后

亦多次下令拣选八旗官兵参与木兰围猎，训练狩猎

及骑射技艺。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乾隆帝重新恢复

雍正时期暂停的木兰围猎，通过重申祖制的方式恢

复了木兰围猎制度，乾隆在位 ６０ 年，举行木兰围猎

达 ４７ 次，规模更甚，制度更完善，是木兰围猎的鼎盛

时期［２１］ 。 与康熙时期相比，乾隆年间的木兰围猎

更强调“肄武绥藩”的军事、政治内涵，木兰围猎制

度因而得到进一步理论化和典制化［２２］ 。

清廷对行围中的行军、撒围、布围、射猎、罢围、
驻跸等程序均有严格规定，即“行围所以肄武，法同

用兵，阵式务当严密” ［２３］１５６。 在围猎过程中，围猎

者必 须 听 从 指 挥， “ 行 围 之 疾 徐 进 止， 口 敕 指

挥” ［２４］２２０，对于不遵军法者，要严肃处理，“有断续

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 ［１５］ 。 清廷也派遣八旗常驻

木兰围场，“以一营房统五卡伦”，“各有地界，分司

稽查” ［２５］７７０，提升军队的日常巡防能力。
围猎之时，清帝与满洲八旗在围猎阵营中处于

核心地位，最重要的御前军阵由满洲上三旗负责，
“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标识

之。 两翼末”，“各立蓝纛以标识之，皆听中军节制。
凡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 ［２４］２１９－２２０。 负责

合围的军队在中军指挥下朝皇帝所在的看城方向拉

网式收拢，将围场内的牲兽向看城广场集中［２６］ 。
“宛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２７］ 参与随围的各

民族各有分工，在合围处设立的幔城，外围由索伦、
赫哲等东北多民族组成的新满洲驻扎［２８］ ，“自围墙

外至放围处，即重设一层，乃虎枪营士卒及诸部落射

生手等，专射自围内逸出之兽，而围内例不准射

也” ［２４］２２０，呈现出清帝主导下八旗官兵为主体，随
围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空间布局。

合围完毕，清朝皇帝率扈从、侍卫、虎枪营士卒

与射生手共同射猎合围中的牲兽。 皇帝射猎完毕，
登看城观围，由王公大臣和各部落射生手进行射猎，
兼具在皇帝面前表演的性质：

　 　 乃自看城出，御橐鞑，诸扈从大臣、侍卫及

亲随射生手、虎枪手拥护，由中道直抵中军，在

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

之疾徐进止，口敕指挥，只二十三里间，射飞逐

走，左右是宜。 诸藩部落、蒙古仰瞻圣武，莫不

欢欣踊跃。［２４］２２０

在行围过程中清廷重视索伦等东北民族在国家

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将其吸纳、整合到随围队伍中。
黑龙江、吉林将军从东北各民族中遴选神射手扈从

出猎，充任猎虎、哨鹿等职。 康熙二十三年，从东北

进京的猎手组建了虎枪营，“凡扈从之制，遇车驾蒐

狩，虎枪总统、总领率所属从，日以十人携虎枪于前

导侍卫前行” ［２９］６４２２。 哨鹿者则多由布特哈人充

任，“每岁驾驻木兰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人、呼
兰例派官兵十六人赴行在”，“其外有哨鹿者二名，
布特哈人” ［３０］３６。 “布特哈”即满语中“渔猎、打牲”
之意。 在后金、清前期，清廷曾设索伦五围、达斡尔

三甲喇、索伦总管、布特哈总管衙门等机构和职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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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２］１６３。 康熙初年，索伦（鄂温克）、达斡尔、
鄂伦春等东北渔猎民族已经被编为“布特哈打牲部

落”，有向清政府及皇室进贡特产的义务及传统，事
实上是具有皇家色彩的特殊渔猎机构［２］１６４。 雍正

九年（１７３１ 年），在呼伦贝尔八旗编设后，清廷将抽

调之余的索伦诸部正式编设为布特哈八旗，隶属黑

龙江将军。 布特哈诸部正式纳入八旗制度中。 布特

哈八旗正式编设后，亦参与到木兰围猎之中。 布哈

特旗人多骑射娴熟者，除选派出征外，自乾隆朝始，
每年木兰秋狝都会从布哈特旗“派二十人随驾入哨

射生” ［３０］１０６。
清帝也会借木兰行围的机会考察东北各部族射

手的技艺，择其优者擢升为侍卫。 乾隆十四年，乾隆

帝在木兰围猎前夕下令从索伦达呼尔内拣选“墨尔

根” （即神射手） “同往试令行围，应留者再着留

京” ［３１］６３８。 据《黑龙江外记》记载，达呼尔出身的

都统阿兰保曾在“微时以射为名”，“会选善射者随

驾木兰”， “至则留京师， 累官至镶蓝旗蒙古都

统” ［３０］７３。 这些从东北民族中选拔出的优秀士兵，
广泛参与到木兰围猎之中，木兰围猎成为东北各民

族与内地互动的纽带。
以木兰围猎为代表的军事训练机制，在清朝维

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平

定准噶尔、回部及两金川战役中，东北各民族与八旗

主力相互配合，为维护国家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正如乾隆阐释清朝武备超越前朝的原因时所言：
“皆因平日训练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 若

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
射渐至生疏矣。” ［２９］６０６５

木兰围猎制度的确立使得围猎具有了典仪和政

治属性，强化了东北多民族以骑射为根本的共同文

化记忆，成为清代凝聚东北多民族的精神文化纽带。
如在木兰围猎之时，索伦人所使用传统弓箭即被纳

入了礼器范畴。 按《清宫武备》记载，乾隆每次出猎

时都会携带十一支“御用白档索伦长铍箭” ［３２］ ，索
伦人的传统武器升格为御用之物，具有了皇家威仪。
乾隆十五年十月，乾隆帝还专门下令禁止索伦部使

用火枪，“夫围猎用弓箭，乃从前旧规，理宜勤习，况
索伦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 ［３１］１１２９，以保持

索伦部使用弓箭的传统。 此外，乾隆二十三年郎世

宁与方琮共绘的《丛薄行诗意图》中描绘了索伦侍

卫在布鲁特使臣面前将徒手生擒的幼虎敬献给皇帝

的场景，彰显清帝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气度［３３］ 。
这种对东北本土骑射文化纳入中央宫廷仪式的改

造，在延续狩猎传统的同时增添了重要的政治意涵。
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言：“族类同，则语言

同，水 土 同， 衣 冠 居 处 同， 城 郭 土 著 射 猎 习 俗

同。” ［１６］１３清朝通过木兰围猎制度强化了对东北各

民族的治理整合，紧密了双方基于共同文化记忆的

情感联结，最终使木兰围猎成为强化东北多民族国

家认同的场合。

二、木兰围猎推动“满蒙一家”
局面的构筑

　 　 蒙古作为清王朝立国时最重要的盟友，在清王

朝“大一统”天下格局的建构中具有显著的军事、政
治地位。 木兰围场的设置与选址，既有巩固北部边

疆的用意，又有顺势加强整合蒙古诸部的治理意图。
“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 ［１６］１０５木兰

围猎是由满蒙双方共同参与的政治活动，是清廷用

以绥抚蒙古的重要举措。 在历经了康、雍、乾三朝体

系化建设后，木兰围猎制度成为加强满蒙双方关系

的纽带，密切了满蒙双方的交融，构筑了“满蒙一

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关系，成为清廷经营北部边疆

及强化国家治理的基础。
１．满蒙同猎奠定族群联盟的基础

围猎作为满蒙双方共有的文化传统，其军事属

性成为维系双方政治联盟的纽带。 通过木兰围猎中

蒙古随猎、满蒙同猎活动，清廷不仅提升了满蒙联兵

的协同作战能力，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蒙古诸

部的管理，极大地增强了蒙古贵族对中央政权的政

治认同。
木兰围场的创设建立在满蒙共同经营的基础

上。 康熙二十年，康熙帝会同喀喇沁郡王札锡、公吴

特巴喇等“因前往相度地势” ［３４］６８７，在喀喇沁、敖
汉、翁牛特等漠南蒙古诸旗所献牧场之上创设了木

兰围场［３５］３９９。 木兰围场由周边蒙古喀喇沁、翁牛

特、巴林、阿鲁科尔沁等部负责日常管理，并派遣蒙

古兵丁承担戍卫警戒。 至康熙四十五年，清廷又由

兵部设立捕盗总管一员，专门负责围场事务，标志着

木兰围场正式被纳入中央直接管理的范畴。 满蒙官

员共同经营木兰围场的模式，既延续了蒙古传统的

治理经验，也保障了中央政令的有效推行。
清廷通过围班制度确立了蒙古王公前往木兰围

场随猎朝觐的次序。 清朝规定：“外札萨克蒙古王

公台吉等业经出痘者，均于年班来京，其未经出痘

者，止于热河瞻觐。” ［２３］６０５康熙时期，参与木兰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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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多为漠南蒙古诸部，按乾隆六年乌苏里雅台将

军所奏：“从前圣祖仁皇帝时，御前及乾清门行走并

谙于骑射之喀尔喀台吉等，均扈从随行。” ［３６］３０８至

乾隆年间，归附的漠北、漠西蒙古各部也被纳入围班

制度。 乾隆五十三年，伊犁所属的土尔扈特，科布多

所属杜尔伯特、阿尔泰乌梁海及乌里雅苏台所属之

唐努乌梁海，按漠北、漠西蒙古的制度亦分为四班，
按年轮赴木兰随围［３６］３１０，“各王公等每年分班于热

河朝觐后，亦令随围木兰与旧札萨克等” ［２５］８１２。
满蒙双方非常重视木兰围猎并共同参与其所有

程序内容。 在木兰围猎的准备阶段，“理藩院行文

札萨克王公等，先时戒备，随围执事” ［２５］７８８，形成了

中央统筹、地方执行的组织结构。 参与木兰围猎的

蒙古士兵从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除驻守围场周边

的蒙古各部之外，驻京蒙古八旗与地方蒙古各部都

要选拔士兵参加。 科尔沁诸部按年例精心选出一千

二百五十人充当合围围墙的蒙古虞卒，喀喇沁、土默

特、翁牛特、巴林及敖汉等部则提供管围官员、虎枪

手等一千九百零八名［３６］３１１。 在木兰围猎过程中，
满蒙士兵按照行军列阵的形式排布：

　 　 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并八

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
视其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
三十里、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齐至看城，则为

围合。［２４］２２０

蒙古王公“侍上左右，听指挥唯谨” ［３７］ ，使其

“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充分调动了蒙古王公、兵
丁，强化其统帅及服从意识［３８］１５２。 满蒙士兵在围

猎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有效增强了双方在行军演练中

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此外，在围猎期间，清帝还会举行盛大的庆祝宴

会，并对随围蒙古王公进行赏赐、按例封爵，“先期

行在理藩院奏闻蒙古诸部王公职名，请派一人进

爵” ［２５］８１２－８１３，充分加强对蒙古诸部政治上的管

理，进一步加深了满蒙之间的情感联络。
通过木兰围猎，清廷借助“满蒙同猎” “围班宴

赉”等一系列政治仪式，密切了满蒙之间的往来与

交流，巩固了朝廷和蒙古王公上层势力间的关系。
蒙古王公贵族在感受中央的宽仁与恩泽的同时，心
悦诚服地效忠于清廷。 正如乾隆在《宴蒙古诸王

公》一诗中所言：“瑞云卿拥拂庐穹，诈马筵陈许贡

衷，典属威仪五等列，本朝恩数一家同。” ［２５］２４２这充

分彰显出木兰围猎对于维系满蒙双方感情的关键

意义。

２．满蒙合兵的军事体系建设

木兰围场不仅是满蒙上层加强情感联络的关键

场所，更是训练满蒙协同作战的核心地区，对于国家

军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木兰围场“地当蒙古

诸部道里之中，为曩昔枕戈擐甲之所” ［３９］ ，是连通

京师与蒙古高原乃至沙俄边境的交通要道。 康熙帝

在勘定围场时就特别强调其地缘价值，因此在围场

落成后即派阿鲁科尔沁郡王色楞、额驸巴特玛等将

进行管理［３８］１５０－１５１。 在休猎时期，围场由蒙古章京

率领翁牛特、克什克腾等附近蒙古部落的八旗兵丁

驻哨看守［４０］ 。 这些驻扎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士兵

构成了拱卫京师的北部屏障。
满蒙合兵训练提高了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乌

兰布通之战的胜利就是满蒙合兵成果的充分体现。
康熙二十八年，准噶尔部击败漠北喀尔喀蒙古，一路

追击喀尔喀残部，进入了清朝边境。 康熙帝闻讯后，
率满汉官兵与漠南、漠北诸部的蒙古骑兵征讨噶尔

丹。 次年正月，清廷征调鄂尔多斯、内喀尔喀右翼、
归化城、四子部落兵共三千名，喀尔喀兵三千名

等［２０］５９５组成蒙古骑兵，负责协助携带火炮的满汉

士卒驻守洮赖河（今洮儿河）上游，监视并牵制噶尔

丹的行动。 随后，噶尔丹军越过呼伦贝尔（今贝尔

湖）进入乌珠穆沁草原。 面对此情境，康熙帝调遣

敖汉、土默特、奈曼等部蒙古骑兵戍守科尔沁草原迎

击噶尔丹军，又命内大臣苏尔达前往科尔沁部，召集

蒙古东四盟科尔沁的两千余人，联合盛京、吉林的满

军官兵，切断噶尔丹的退路［４１］ 。 七月二十七日，噶
尔丹主力抵达乌兰布通后，清军满蒙八旗进驻围场

北部的吐力埂河，双方齐心协力，最终共同击退了噶

尔丹。
在乌兰布通战役中，蒙古八旗、察哈尔蒙古和内

蒙古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三盟及喀尔喀蒙古的

骑兵悉数“从征噶尔丹” ［１８］１４３３２，为战胜噶尔丹齐

心协力。 康熙帝对阿鲁科尔沁将士在作战中的英勇

表现赞誉有加：
　 　 蒙古等感戴本国之恩，忘身以奉事者甚众。
当索约尔济河地方，与噶尔丹交战时，阿鲁科尔

沁之董牛忒台吉，自战场出，谓众曰：“我等受

皇恩甚深，今败北，有何面目见圣颜乎！”率伊

属兵三百名复进，皆没。［３４］２４１６

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满蒙联军

的士气，推动了漠北蒙古的归附进程。 康熙三十年，
康熙帝亲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官兵溯滦河而上，
北巡至多伦诺尔，宴请新归附的喀尔喀蒙古及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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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多
伦会盟”。 在会盟中，康熙帝按漠南蒙古的盟旗制

度对喀尔喀蒙古划界分旗，其中“喀尔喀土谢图汗、
车臣汗、诸济农、诺颜、台吉决志入内，奏请效力者有

之，奏请与四十九旗同列者亦有之”，“朕设大宴厚

赐之，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 ［４２］ 。 康熙

还允许新附的漠北蒙古王公随行检阅清军军容：
“八旗满洲官兵、汉军火器营官兵及总兵官蔡元标

下官兵各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众大呼前进，声
动山谷。 喀尔喀土谢图汗、台吉等惊惧失措有欲趋

避状。” ［２０］６７５清廷通过展示完备的制度建设和强大

的军事力量，强化了在漠北蒙古的政治权威，明确了

对漠北蒙古的直接管辖权，至此清朝完成了对蒙古

高原的统一［４３］ 。
通过多伦会盟，康熙帝将多年割据纷争的漠北

蒙古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实现了“施恩

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２０］６７７

的战略布局，保障了北方边防的安全，实现漠北蒙古

诸部对清廷的政治认同和人心向化的目的。
由此可见，清廷通过木兰围猎对北方边疆蒙古

诸部实现了有效治理和军事联合。 满蒙士卒在共同

狩猎的过程中相互配合，获得了军事合作的实战训

练，为满蒙联兵开展军事行动、巩固边疆安全奠定了

基础，在保卫清朝多民族边疆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３．满蒙联姻稳固北疆

满蒙联姻是清代的一项基本国策，目的在于稳

固清廷对北部边疆及蒙古地区的治理，使得蒙古王

公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血统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

利益上，都同清统治集团缔结起了牢固的关联［４４］ 。
木兰围场作为促成满蒙联姻的重要场所，其形成与

发展与满蒙之间的姻亲交好有着密切关系。
长期以来，驻牧于木兰围场周边的漠南蒙古东

部盟旗诸部是清廷联姻的主要对象。 康熙年间，清
廷将康熙帝的第五女端静公主、第十三女温恪公主

分别嫁与喀喇沁右旗扎萨克郡王札之子噶尔藏、翁
牛特尤其札萨克君王仓津，此二部与清朝关系密切，
不仅曾献出牧地作为围场，而且在管理围场、协围中

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木兰围场为联姻蒙古的额

驸、公主、格格及诸多满蒙姻亲提供了重要的会亲场

所［４５］ 。 康熙帝的第三女固伦荣宪公主下嫁巴林部

札萨克多罗郡王乌尔衮时，即在木兰行围期间成礼。
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康熙帝留驻在热河期间，
前来相会的蒙古姻亲就有包括科尔沁部、巴林部等

八个蒙古部落十八位满蒙贵族，其中不乏多次觐见

者③。
多伦会盟后，清廷将满蒙联姻的范围扩大到漠

北蒙古，其中恪靖公主远嫁漠北喀尔喀蒙古拉开了

清廷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联姻的序幕。 土谢图汗部为

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
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

剧” ［１８］１４４０１。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御驾亲

征噶尔丹，在凯旋途中即安排筹办恪靖公主的婚事。
一是第三次亲征告捷，举办婚礼，图其吉祥；二是土

谢图汗等人来见康熙帝，便于当面商量婚事［４６］ 。
清廷通过恪靖公主的联姻，使土谢图汗部倾心内附，
达到了进一步控制、绥抚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政治目

的。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在巡幸围猎途中专程从

围场西行，看望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的恪靖

公主。 清帝对蒙古姻亲的关切拉近了皇室与蒙古王

公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满蒙双方的情感联结，出现了

“蒙古臣仆，亲如家人父子” ［４７］的良好氛围。
综上可知，木兰围猎在牢固满蒙同盟、强化军队

建设以及维系满蒙联姻等方面发挥了长效作用，是
“满蒙同盟”的基本国策得以施行的重要依托，促使

满蒙双方成为军政与同、姻亲相通的共同体。 满蒙

双方通过木兰围猎制度这一政治纽带，始终保持着

亲如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同盟关系，成为清代民族

融合和国家治理的典范。 有清一代，众多蒙古勋戚

协助清廷“天、崇开国，康雍御准，咸同之间，荡定粤

捻，均收其助” ［１８］８３１１，成为清王朝开疆拓土、维护

国家稳定和边疆安全的中流砥柱，为维护清朝国家

统一和民族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木兰随围与边疆多民族的交融汇聚

清朝遵循 “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

纲” ［４８］６９的祖制，在乾隆时期，木兰围猎从满蒙同

庆的狩猎盛会进一步演变为多民族汇聚的政治典

礼。 乾隆帝因热河地区地处满、蒙、回、汉等民族的

交会之地，“诸藩来觐，瞻礼亦便” ［４９］ ，遂在木兰围

场及避暑山庄召见诸藩，临时约期，且不再受班次限

制［５０］ ，藏、回等各民族王公以及汉族文武大臣随围

观猎，并在避暑山庄朝觐清帝、共商国是。 木兰随围

强化了边疆多民族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提高了清

廷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和处理边疆事务的行政效

率，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奠定

了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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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班禅热河觐见与兴教安边

木兰围场是清廷维系蒙藏关系并加强民族团结

的重要场所。 清朝为了解决京城至木兰围场之间的

停驻和物资运输等问题，在沿途修建了大量行宫，其
中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皇帝进行“木兰围猎”时主

要暂住之地，更成为帝王权力中心的象征［５１］ ，与
“木兰围猎”一起发挥着抚定边疆、聚合多民族的重

要作用。 如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就以 “外藩毕

集”，“最为便益” ［５２］ 为由，在避暑山庄接待了六世

班禅的朝觐，对于加强清廷与蒙藏之间的联系意义

重大。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３１］８４，是清代维系

蒙藏关系并加强民族团结的一项重要国策。 明朝以

来，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广泛传播，“蒙古习俗尚黄

教，得失视此为转旋” ［５３］ ，之后藏传佛教经由蒙古

传入了东北地区，成为满、蒙、藏等民族共同的信仰。
清军入关后，在承袭明朝蒙藏政策的基础上，施行了

“因俗而治”的政策，使之“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

知易从” ［５４］ ，确立了尊崇藏传佛教以绥抚蒙藏各部

的基本方略。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于乾隆七十寿辰之际

向乾隆请求进京朝觐，乾隆帝欣然应允。 乾隆四十

四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率领随从两千余人，从驻

锡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经由青海、甘肃、陕西，
之后特意取道蒙古地区进京［５５］ 。 历时一年多的跋

涉，于次年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一行抵达热河避

暑山庄，受到了乾隆皇帝及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台
吉等人的盛情款待。 在庆典仪式中，班禅为乾隆帝

讲经祝寿，亲自施“无量寿佛大灌顶”的法事，尊乾

隆帝为“文殊大皇帝”，使得清朝皇帝获得了西藏僧

俗对其政治上最高统治者、宗教上世间法王的双重

身份的认同［５６］ 。 蒙古王公都争先请求班禅摩顶、
求赐法名、捐献“供养”，“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

亦无不归顺。 而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

蹈，欲执役供奉” ［５７］６１－６２。 班禅用实际行动向蒙藏

地区各民族传达了对清朝多民族统治的拥护，进而

达到了“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
之番民皆服” ［１６］２２３的目标。

在班禅停留承德的一个月内，乾隆还在避暑山

庄的万树园举行了多次大型宴会，许多非藏传佛教

信徒的参与，使得此次朝觐超越了宗教和民族的范

畴，成为清代多民族汇聚、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集

会。 参加宴会的除了杜尔伯特亲王、土尔扈特贝子

等蒙古亲王之外，还有回部阿奇木伯克及喀什噶尔

伯克乌鲁克、金川木坪土司等四十余人扈从［３１］８５５，
呈现了“中外一家逮葱岭” ［２５］３６２的盛况。 朝鲜、印
度等许多外国使节也参与其中，朝鲜使臣朴趾源就

在行记《热河日记》中记载了宴会的盛大场景。 在

此次多民族汇聚的宴会中，乾隆更多地将班禅视为

代表西藏藩属势力之一，与其他王公共同接受皇帝

的恩泽，展现了清朝团结蒙、回、藏等多民族的国家

治理政策，有效地巩固了边疆多民族的政治合作基

础，巩固了多民族边疆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达对班禅一行的重视，乾

隆于热河仿照扎什伦布寺修筑了须弥福寿之寺，
“都纲及寝室，一如后藏式” ［５７］６１，以供班禅临时居

住。 须弥福寿之庙与避暑山庄附近的藏传佛寺并称

为“外八庙”④，成为京畿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 在

清朝统治者兴建佛寺的带动下，蒙古地区修建了汇

宗寺、善因寺、庆宁寺（巴雅尔—巴雅斯呼朗图希

特）、丹巴多尔济寺（沙信尼巴达拉古鲁克齐寺）、普
宁寺 （图格默里阿木尔吉古鲁赫齐苏默） 等寺

院［５８］ 。 甚至在天山南北蒙古族聚居之地修建了巴

伦台黄庙等一批藏传佛寺，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和宗

教活动的中心。 藏传佛寺的出现使首都、北疆乃至

西域都出现了统一的文化景观，由内而外形成了以

北京、承德等京畿地区的皇家寺庙为中心，以近京蒙

边寺庙群等为重心，以新疆等环边寺庙点为辐射区

域的地缘宗教格局［５８］ ，发挥了藏传佛教在边疆多

民族社会中凝聚民心的作用。
班禅的进京入觐活动展现了乾隆帝“国家百余

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 ［５７］６１－６２的愿景。 乾隆帝通

过对六世班禅的礼遇，使班禅额尔德尼等成为蒙藏

地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领袖，满、蒙、藏在精神层面

结为一体，取得了“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效果。 乾隆

帝凭借礼重藏传佛教的典礼，将中原王朝的政治影

响力延伸到边疆地区。 从北京辐射边疆地区的藏传

佛寺、塔院等相同文化景观的营造，不仅成为多民族

的信仰依托，也构建起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信仰场域，
增强了清朝“大一统”多元民族的认同意识。

２．伯克“分班随围”与西北边疆多民族的家国

认同

木兰围场亦是南疆伯克觐见皇帝的重要场所。
清朝平定天山南北之后，于南疆回部实施了伯克年

班入觐制度，准许进京觐见皇帝的伯克参加木兰随

猎。 木兰随围成为清王朝强化西北多民族的家国认

同意识，巩固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要举措。 伯克年班

入觐是清代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政治制度，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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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回部与清廷的紧密联系。 乾隆二十四年，兆惠

在平复新疆班师回朝之时，带领贝勒霍集斯、公噶岱

默特、署理阿奇木伯克和什克入觐，开创了南疆伯克

入京朝觐的先例。 乾隆二十五年伯克年班制度逐渐

成为定制，南疆各城伯克分三班轮流朝觐［３１］７４７。
乾隆帝尤其强调让六品以上的伯克参与，令其每四

十人为一班进京，之后又将四品以上伯克分成四班，
每年二十人轮流入觐［３１］６２６，９２６。 乾隆三十九年后

伯克年班制度正式确立，清廷将南疆伯克分为六班，
每班遴选一位阿奇木伯克，由新疆各城驻扎大臣遣

送入京。 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伯克年班调整为九

班，由阿奇木伯克带领每年轮流朝觐［５９］ 。 伯克的

频繁入 觐， 使 京 师 出 现 了 “ 新 疆 诸 部， 络 绎 来

庭” ［２３］５１４的景象。
木兰围场周边如今仍留存有大量与南疆伯克随

围相关的碑刻，其中《射一首》诗碑题记中记载了回

部王公霍集斯随围木兰之事。 霍集斯是南疆乌什、
阿克苏两城的伯克，乾隆二十年，清军在格登山之战

中大败准噶尔大汗达瓦齐，霍集斯在达瓦齐南逃经

过乌什之时将其擒获并交付清军，为平准战争的最

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霍集斯协助清军稳

定南疆，屡立战功。 乾隆二十四年霍集斯随同兆惠

班师回朝入觐，受到乾隆帝的盛情款待，并随同乾隆

帝参与木兰围猎，成为最早获得随围资格的伯克之

一。 碑文载：“回部郡王霍集斯伯克等，自京扈跸。”
“赴木兰朝谒，既命观围，并携至山庄锡宴，因令侍

观习射。” ［６０］随着伯克入觐的制度化，伯克随猎逐

步效仿蒙古成为常规。 清廷准议“回子伯克”与都

尔伯特、土尔扈特、青海、乌梁海等一众蒙古王公按

年赴木兰“归化向风，分班随猎” ［４８］６９，使得获准随

围的对象从回部个别贵族扩展至整个伯克群体。
伯克“分班随围”大大提升了南疆伯克对中原

王朝的向心力，清廷借此达到了“凛天戒，鉴前车，
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２５］３４９的

目的。 首先，木兰围猎作为清朝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直观地向南疆伯克展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 据乾隆

二十六年《永安湃围场殪虎》诗碑记载，伯克在扈从

随猎期间，亲眼见证了清军重要军备———虎神枪的

强大威力，“虎神枪一发毙之，厄鲁回部胥扈随咋舌

脱帽” ［３５］１８３。 其次，木兰随围是清廷给予维护西北

边疆稳定的回部伯克的认可与嘉奖，彰显了清廷招

徕远人的胸怀与气度。 前文所述霍集斯伯克就是因

擒获达瓦齐的功绩，获得了赴木兰观围的奖赏［６１］ 。
这种上下联谊、恩威并济的措施也增强了入觐伯克

的荣誉感和家国认同，进而促进了回部对中原王朝

的向心力。 乾隆三十年噶匝纳齐伯克和硕尔曾在其

弟阿 发表参与乌什动乱的言论时，厉声斥责道：
“我曾入觐，见大皇帝威福，且赏赉甚重，尔如何出

此妄言，再不改悔，必呈报处治。” ［３１］１０１和硕尔对清

朝统治的坚决维护正是入觐制度下新疆上层贵族群

体家国认同意识的重要体现。
总之，伯克“分班随围”不仅密切了清朝与西北

民族之间的往来，而且加强了内地与新疆之间的交

流，进一步打破了南疆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有利于

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了清王朝国家治理

体系进一步深入南疆各地，促进了西北边疆各民族

家国认同意识的构建。

结　 语

木兰围猎作为清朝承袭祖制、保持八旗军事力

量的重大典礼，不仅对于稳定北疆局势、强化国家军

防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更是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治理历程中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木兰围猎是清朝凝聚多元民族、强化边疆民族

对清王朝向心力的重要纽带。 木兰围猎衍生于东北

民族的渔猎传统，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清朝凝聚东

北多民族的重要依托。 清朝统一全国后，其主体民

族为汉族，加强与汉族的交流融合是巩固清朝统治

的关键一环。 早在东北八旗成立之初，便有汉人加

入八旗队伍，成为清朝军防体系的重要组成。 因此

在木兰围猎之时，行围队伍也会组织汉军旗侍卫参

加射箭比赛，参与的汉臣则多负责文书记录、后勤等

事务。 在此基础上，汉军旗与满蒙八旗、绿营兵相互

协作，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为清朝“大一统”局面

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汉族参与木兰围猎

是体现清朝多民族军事协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清朝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政治象征。 对于边疆地

区的多民族治理，清朝以木兰围猎为线索，以满蒙一

体为核心，消除游牧与农耕文化的隔阂，并推动边疆

多民族不断纳入清朝的国家治理体系中。 由此，木
兰围猎成为清朝汇聚、融合多民族的载体和推动力

之一，促使来自蒙古、青藏、新疆以及中原等地的多

民族群体共同铸就了休戚与共的家国认同意识。
木兰围猎制度也充分见证了清朝因俗而治、因

时制宜的边疆治理历程。 清朝建国后面临多元化的

边疆格局，允许当地民众保持原有的社会习俗和宗

教文化传统。 通过木兰围猎，清廷得以有效笼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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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各民族的首领等上层人士，“抚驭远人，全在恩威

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 ［３１］９１６。 如清朝对

于漠北蒙古诸部的绥抚，实现了对北疆军防的战略

布局；对于藏传佛教采取兴教安边的措施，创立了金

瓶掣签制度，推动“政教合一”，牢固对西藏的统治；
在回疆地区，则将其原有的伯克制度进行改良，因时

制宜，稳定了西北边疆安全。
与此同时，木兰随围也进一步巩固了清朝与周

边国家的关系。 如乾隆二十二年，左部哈萨克汗阿

不赉首次遣使进贡，其使臣抵达热河觐见乾隆帝并

奉命参与木兰随围，次年便正式确立了朝贡关系。
此后，乾隆帝下令在避暑山庄东北修建了普乐寺以

供哈萨克使臣入觐观瞻。 通过木兰随围，双方经贸

往来迅速发展，哈萨克汗国与清朝关系日益加深，大
量哈萨克人向七河、塔尔巴哈台、阿尔泰等地区移牧

内附，与当地民族交往交融，并成为今天新疆哈萨克

族的重要组成。
由此，木兰围猎不仅是清代创立的保持射猎传

统和八旗战斗力的独特制度，也是辐射边疆、促进多

民族交融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路径，开启了近代意

义上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先声。

注释

①《木兰行围制度》规定：“故仁庙每岁举行秋狝之典，历朝因之，绳
法先猷，永远遵行也。”昭梿：《啸亭杂录》卷七《木兰行围制度》，中华

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２１９ 页。 ②代表性著述有：张学军：《中国木兰围

场史》，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赵珍：《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

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等等。 研究论文有：成
常福、布尼阿林、袁丽坪：《木兰围场》，《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８６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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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清代木兰围场的治理与周边政治单元的关系》，《江苏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李红阳、王慧珍：《从木兰

秋狝到避暑山庄———康熙年间热河的兴起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王晓辉：《清代木兰围场管理制度的

演变与边疆治理》，《黑龙江民族丛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张红：《清代

木兰围场社会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

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等等。 ③这一时期康熙会面的蒙古姻亲主要有：
科尔沁部：和硕端敏公主及额驸，纯僖公主及额驸，和硕额驸多尔济；
巴林部：荣宪固伦公主及其额驸；敖汉部：多罗额驸罗卜藏、札木素；
翁牛特部：和硕额驸苍津；喀喇沁部：多罗格格及其额驸端静公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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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图汗部多罗额驸；西套阿拉善蒙古：和硕额驸阿宝之妻郡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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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条，第 ２０８９—２４４０ 页中内容整理。 ④“外八庙”指清代在避暑山

庄修建的藏传佛教建筑群，包括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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